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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博弈设计

肖教燎　毛燕玲

[摘　要] 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凸显 ,但常在执行环节上遭遇地方政府失责的困

境。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土地政策传导过程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效用函数 ,引入失责补

偿转移变量 ,对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简化模型进行局部改进 ,建立基于中央政府土地调控

偏好并满足地方政府正当利益诉求的优化模型 ,形成土地调控中对地方政府线性问责机制 ,结

果表明:地方政府失责行为影响的扩大 ,会加大其失责风险成本 。压缩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

的收益空间 ,提高中央对地方的土地监察查处力度 ,促使地方政府收敛其失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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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些年来 ,有关“政策执行难”以及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响应乏力的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 。人们也一直在质疑 ,中央出台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

察工作的通知》(2004年)、《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的通知》(2008年)、《关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利用的通知》(2009年)等一系列土

地调控政策 ,这些政策从制度本身来说是细致精确的 ,调控针对性和目的性也很明确 ,但为什么实施效

果却不太理想 ,为什么到了地方会在执行环节“偏差”环生 ,最终使得国家土地调控目标难以实现呢 ?笔

者认为 ,出现土地调控政策传导不畅 、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现象 ,除了政策时滞效应的系统原因 ,主要根

源在于地方政府在保留 、支离 、敷衍地执行中央下达的政策 ,这涉及到两级政府在土地政策传导过程中

的交互博弈 。宋艳林指出: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 ,地方政府采取不响应行动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的目

标 ,因此一次性博弈下便产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1](第 61页)。上下级政府的演化博弈也表明 ,

下级政府是否选择“遵纪守法”取决于其守法与违规的得益比较
[ 2]
(第 48 页)。在土地调控过程中形成的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一对一 、一对二和一对多等关系 ,可运用一对一静态博弈 、“鹰鸽” 、“猎鹿”等模

型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并得出各自的均衡解 ,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央政府如何应对地方政府的欺骗行

为
[ 3]
(第 35 页)[ 4](第 24 页)。

由此可见 ,土地调控中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 ,甘冒政治风险作出与中央进行消极对抗的选

择 ,中央政府必然会采取措施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来遏制和惩处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失责行为 。综

观现有文献 ,博弈论关于土地调控中中央和地方之间利益博弈方面的研究颇多 ,但在土地政策传导过程

中两级政府出现的代理人问题 ,以及对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等方面仍鲜有研究 。而如

何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并在土地宏观调控中对地方政府在土地政策传导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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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失责行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问责机制 ,以及所建起的问责机制其适用性如何 ,拟从博弈论委

托代理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 、土地调控中地方政府失责的主要原因和行为表现

土地政策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通常由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土资源部等中央政府

部门制定并颁布 ,政策出台后的具体指标分解和贯彻传达则由各地方政府及下属的国土资源厅(局)等

部门细化实施 ,故土地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央政府 ,土地政策的实施者是地方政府 。但是 ,自分税制改革

后地方财政运行压力加大 ,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打开方便之门 ,地方政府通

过低价征地高价出售 ,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高地价推动高房价 ,带动

建筑物税和房地产税快速增长;利用土地抵押贷款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等方式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 5]

(第 21页)。除此 ,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的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以地方 GDP 增长为主的经济

绩效指标 ,地方官员的升迁概率与地区 GDP 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6]
(第 1743 页)。地方官员出

于晋升的考虑也需要极力发展本地的经济 ,特别是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 ,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

弈 ,或者说“仕途锦标赛” ,每个官员都将自己行为的“溢出效应”内在化
[ 7]
(第 33 页)。

这也说明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偏好上存在差异
[ 8]
(第 155 页),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版图上土

地资源的总代理人 ,土地调控的目的是通过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福利最大

化 ,但只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的实际地理布局以及使用权和其他处置权更多地落于受辖地 。地方政

府则拥有更多本地土地的使用权和支配权 ,且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等活动更多地着眼于地方经济利益或

财政收入 。可见 ,中央政府具有“社会人”和“集体理性”思维特质 ,相对而言 ,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和“个

体理性”等特征更显著。这就造成了“有限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央政府 ,在经济上却拥

有极大的控制权和主动权 ,使其行为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分裂倾向 ,一旦经济行为缺乏硬性政治约束

力时 ,受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 ,会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地敷衍中

央决策
[ 2]
(第 48 页)。这就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 ,也是公共政策失效的诱因

[ 9]
(第 73

页),直接削弱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10]
(第 147 页)。

地方政府执行上级政策出现的偏差行为主要包括五种:利用附加不合理条款为上级政策强行增添

新目标的“政策附加” 、对上级政策搞阳奉阴违的“政策替代” 、选择执行原本完整的上级政策条文使其残

缺不全的“政策残缺” 、使政策执行浮于表面和流于形式的“政策敷衍” 、隐瞒不贯彻损害地方既得利益的

“政策截留”
[ 11]
(第 90 页)。体现在土地政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传导过程则是 ,如果中央推行的是

从紧土地调控政策 ,地方对中央出台的土地政策原则上应该无条件学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但由

于:一方面 ,两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所出台的土地政策信息完全了解 ,而中央对地

方的政策执行过程却不甚了解;另一方面 ,基于地方利益诉求和政绩追逐 ,如果偏差执行中央土地政策

而受到惩罚的成本和概率较低 ,却可以为地方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财政收入 ,带动相关产业和社会事

业发展 ,彰显政府的执政能力 ,则地方政府就会倾向于选择“偏差”执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

三 、基于 Holmstrom and Milgrom模型的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设计

从博弈论角度 ,土地政策在两级政府之间的传导可视为一类委托代理问题 ,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委

托者角色 ,地方政府承担代理人角色 ,委托代理物是土地政策的传导执行。按照《公共行政与政策国际

百科全书》中对“问责”一词的解释:“问责是指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一种关系 ,即获得授权的代理方

(个人或机构)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作出回答 。”以及狭义范畴的理解:“问责是指依照

相关法规 、规定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 12]
(第 35 页)如果在土地调控过程中 ,地方政府“偏差”执

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方针 ,即存在代理问题 ,中央政府就可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 。而“问责”过程如

何完成 ,或者说“问责”这种制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有效实现 ,这种制度加上方法的组合就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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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概念 ,也可视为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故而对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土地“问责”

实质上就是问责机制的设计问题。

Holmstrom and Milgrom 模型是信息经济学中关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型 ,参见文献[ 13]
(第

239 页)。本节内容是在局部改进 Holmstrom and M ilgrom简化模型基础上所做的分析 ,其研究框架也

适用于地方上下级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博弈中。

(一)模型假设和基本参数设置

假设 1:中央政府出台的是从紧土地调控政策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

假设 2:委托人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者 ,代理人地方政府是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者 。

假设 3:地方政府操作土地政策的行动可以通过地方工业增加值 、财政税收等地区经济指标这些可

观测结果得到反映。

假设 4:在地根紧缩宏观背景下 ,地方政府失责行为可使地方获得短期正的产出 ,且失责程度越高 ,

地方投机收益越大。

假设 5:参与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可折成货币单位计量 。

假设 6: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执行活动 、执行结果及中央政府采取行动都是瞬时完成的 ,不考虑

时滞效应 ,也不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

设定 α是地方政府对中央土地政策做出反应的一个策略 ,是连续的一维变量 ,α∈A , A 代表地方政

府所有策略集 ,介于完全不执行到完全执行之间 。根据假设 4 ,若α表示完全不执行 ,则地方可获得较

高的短期投机产出;若α为绝对执行 ,则地方只能获得基本的保留产出 。 x(α)是地方政府采取行动α的

一个可观测经济产出 , x 是服从概率密度函数为 f(x)、分布函数为 F(x)的随机变量 。由假设 3 和假设

4 ,可设 x′>0且 x″≤0 ,即 x 是关于α的严格递增凹函数 ,表示地方政府的行动越不完全执行下达的土

地政策 ,则地方的经济产出越大 ,但违背政令换取的边际产出率递减 。

同样地 ,设θ代表中央政府观测到 x 后对地方政府行动α做出的反应 ,是连续的一维随机变量 ,θ∈

Θ, Θ代表中央政府所有反应集 ,介于完全不查处到全力查处之间 ,θ(x)是关于 x 的函数 ,θ′>0 ,θ″<0 ,

表示可观测结果 x 越大 ,则中央政府做出的反应越强烈 ,但反应强度趋弱 。

(二)参与人的效用函数和基本模型建立

表达式 ω(a ,θ)=x(a)-I(a)-T(θ(x))设为代理人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a 的收益函数 。表达式右边

第一项是用可观测行动结果 x(a)表示带给地方政府行动 a 的短期收益;第二项 I(a)表示地方政府执行

土地政策行为 a的产出所需发生的投入;T(.)是中央政府观测到结果 x(a)后作出的反应θ,如中央政府

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失责行为进行查处导致地方用地指标缩减 、官员追责等损失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

对应的地方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 u(ω)。根据假设 2 ,可知代理人地方政府具有阿罗—普拉特意义上

的不变绝对风险规避倾向 ,其 VNM 效用函数可取为 u(ω)=-e{-ρω} ,ρ是绝对风险规避系数 ,ρ>0。

表达式π(x ,θ)=[ R0-k ·x(a)] +T(θ(x))-C(θ(x))设为委托人中央政府观测到代理人地方政

府行动结果 x 后作出反应θ的收益函数 。R0-k · x(a)表示中央政府受地方政府行动 a 及产出 x 影响

后的土地调控收益 ,其中 R0是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传导不受地方政府阻滞的理想调控收益 , k是中央

政府土地调控收益的折扣系数 ,受地方政府行动 a及产出 x 影响 ,由假设 3 、4 、5可知地方政府产出 x 每

增加一个单位 ,中央政府调控收益就减少 k个单位。T(.)是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来的失责补偿收

益 ,C(.)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责行为采取行动的成本 ,如监察 、调查 、查处等活动的人力物力支出。相

应的中央政府收益效用函数设为 v(π)。由于中央政府风险态度中性 ,故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即 E

(v(π))=E(π)。

根据上述假设 ,很容易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土地调控两级政府优化模型 ,如下。

中央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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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a , T(θ)∫[ R0 -k · x(a)] +T(θ(x))-C(θ(x)) f(x)dx

地方政府的两个约束是:

(IR)∫x(a)-I(a)-T(θ(x)) f(x)dx ≥u

(IC)∫x(a)-I(a)-T(θ(x)) f(x)dx ≥∫x(a′)-I(a′)-T(θ(x)) f(x)dx ,a′∈ A

第一个约束(IR)是个人理性约束 ,u是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 。第二个约束(IC)是激励相容约束 。

由于 T(.)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补偿转移成本 ,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后转移过

来的补偿收益 ,故可认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行为实施的问责机制。从而下面

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应该怎样设计这样一份地方政府土地问责机制 T(θ(x)),促使地方政府的行动符合

宏观调控意图。

(三)地方政府土地线性问责机制设计

为简化起见 ,不妨设θ=x =a+ξ,其中随机变量ξ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即ξ～ N(0 ,

σ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察查处成本设为 C(θ(x))=c0 +dx ,其中 c0为基础成本 ,d是中央政府监

察查处成本系数 ,0<d<1 ,显然地方政府土地政策失责程度越大 ,中央政府的反应越强烈 ,所投入的监

察追责查处成本越大 。

不失一般性和为分析简便 ,本文只考虑线性问责制度 T(θ(x))=t+hx ,其中 t 表示一旦中央对地

方政府问责后地方政府最基本的应受罚额 ,h 是问责系数 ,0<h<1 ,即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土地问责机制

是视地方政府失责行为后果 x 而定的 ,显然地方土地政策失责程度越严重 、后果 x 越大 ,则受责罚 T 就

越重 。

设地方政府行为 a产出所需发生的投入 I(a)=l a
2

2
, l是投入系数 ,于是地方政府的收益为 ω(a ,θ)

=x(a)-I(a)-T(θ(x))=(1-h)a-t+(1-h)ξ-
la2

2
,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 Eω=(1-h)a-t-

la2

2
,期

望效用 Eu(ω)=E(-e-ρω),由确定性等价定义 u(y)=Eu(ω),及不变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 u(ω)=-

e
-ρω
,可推导得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行为 a对应的确定性等价收入 yCE =(1-h)a-t-

la2

2
-
ρ(1-h)2σ2

2
,

其中
1
2
ρ(1-h)

2
σ

2
是地方政府规避风险所需付出的代价 。

从而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可表示成:

Eu(ω)=(1-h)a-t-
la2

2
-
ρ(1-h)2σ2

2
≥u ,这里u是地方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的保留收入。

又由于 Eu(ω)是关于 a的二次齐线性函数 ,且 1-h>0 ,要使 a′∈A , Eu(ω)
a
≥Eu(ω′)

a′
即激励

相容约束成立 ,只需:

d
da

Eu(ω) =d
da
(1-h)a-t-

la2

2
-
ρ(1-h)2σ2

2
=(1-h)-la=0

即 a=
1-h

l
。

故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束为:a=
1-h

l
。

由于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的 ,故中央政府做出反应θ的收益为 π=[ R0-k · x(a)] +T(θ(x))-C

(θ(x))=(R0+t-c0)+(h-k-d)a+(h-k-d)ξ,且中央政府的期望效用等于其期望收入或确定性等

价收入 ,即有 E(v(π))=E(π)=(R0 +t-c0)+(h-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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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土地调控两级政府优化模型表示如下:

max
a , T(θ)

E(v(π))=max
t , h , a
(R0+t-c0)+(h-k-d)a

s.t.(IR)(1-h)a-t-
la2

2
-
ρ(1-h)2σ2

2
≥u

(IC)a=1-h
l

把约束(IR)t=(1-h)a-la
2

2
-ρ(1-h)

2
σ

2

2
-u及(IC),代入目标函数得:

max
a , T(θ)

E(v(π))=max
h
(R0+t-c0)+(h-k-d)a

=max
h
(R0 -c0)+[(1-h)1-h

l
- l

2
·(1-h

l
)2-ρ(1-h)

2
σ

2

2
-u] +(h-k-d)1-h

l

从而一阶条件为:ρ(h-1)σ
2
+

h-k-d
l

=0 ,可得:h
＊
=
ρσ2 l+k+d

1+ρσ2 l
t
＊
=

1-ρσ2

l
·(1-

ρσ2 l+k+d
1+ρσ2 l

)
2

2
-u

据此可建立在土地调控中中央针对地方政府失责行为的最优线性问责机制为:T ＊(θ(x))=t＊+

h＊x 。

从该线性问责机制易知 ,只要获取模型中 h
＊
和 t

＊
的各项参数数据 ,就可在文中理想条件下对土地

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的失责行为进行定量考核和责任追究 。

(四)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线性问责机制的理论内涵和现实解释

对上文所建立的地方政府最优线性问责机制 T
＊
(.)作进一步分析 ,可发现该模型具有更深的理论

内涵和现实意义 。

1.从上面结果 h＊可看出 ,模型中所设计的问责系数 h与中央政府的土地监察追责查处成本系数

d 、中央调控效果折扣系数 k ,以及地方政府土地政策执行产出投入系数 l 、地方政府绝对风险规避系数ρ

和地方经济产出方差σ等参数有关。同时容易得到
 h
 k
>0 ,
 h
 d
>0 ,这说明随着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

失责行为的加重 ,虽然短期内可能带给地方 GDP 和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等土地投机收益 ,但由于与中央

土地调控宗旨或阳奉阴违或背道而驰 ,导致中央土地调控新政屡成空文 ,严重阻碍了土地宏观调控效应

的发挥 ,无疑会加重中央对地方土地失责行为的不满 ,促使中央对地方失责行为提高查处力度和投入。

正如对闲置土地的清理方面 ,中央历年发布了“国八条” 、“国六条” 、“国四条”和新“国十条”等多项严厉

政策 ,但均遭遇地方政府阻力 ,终使中央痛下决心 ,向各省市派遣督察组打击囤地 、炒地等现象 ,规范地

方土地市场秩序 。

2.根据线性问责机制模型 ,问责系数 h
＊
可看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进行追究的边际

失责补偿 ,也可视为地方政府失责行为的边际失责风险代价 。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的风险代价为

ρ(1-h)2σ2

2
,即
ρ(1-k-d)2σ
2(1+ρσ2 l)2

2

(>0),这可解释为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土地调控政策过程中做出的一切

对抗宏观调控意图的行为所需付出的代价。

3.由于 0<h<1 ,故 k+d<1 ,于是有
 h

 (ρσ2 l)
>0 ,且

 h
 ρ
>0 ,

 h
 (σ2)

>0 ,
 h
 l
>0。意味着:地方政府对

风险越规避 ,且地方政府土地政策响应行为的经济产出方差越大 ,即地方政府的任一土地行为结果的不

确定性越大以及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投入系数越大 ,则地方政府在中央土地调控过程中

一旦采取了失责行为后被问责的后果就严重 ,其边际失责风险代价越大 ,这反而将有效压缩地方政府土

地失责行为的收益空间ω,限制地方政府土地失责行为所得 ,有助于中央抑制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所

犯失责行为的动机 ,进而约束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失责行为 。说明如果从制度环境方面提高地方政府

土地失责行为代价 并违者必究 究者必罚 定可使土地调控政策在执行环节更为通畅 如近几年对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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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用地的失责地方官员进行严厉处分就表明了中央坚持土地调控的决心和毅力 ,对那些具有土地违

规失责动机的地方政府无疑起到了震慑作用 。

4.由 a=
(1-h)

l
=
(1-k-d)
l(1+ρσ2 l)

,可知
 a
 ρ
<0 、

 a
 (σ2)

<0 、
 a
 l
<0 ,且 Ex=a ,可见地方政府对中央下达的

土地调控政策越积极响应 ,其风险规避特征越典型 ,则其在土地宏观调控中的失责程度越低 ,但地方政

府的土地政策行为经济产出就越少 。同样地 ,若地方政府的土地失责行为对中央宏观调控目标损害程

度越严重(k越大),或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响应行为的监察追责投入越高(d越大),均会加大地

方政府的土地失责风险成本 ,如上分析 ,最终将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失责行为得到收敛。这也解释了:随

着近些年来各地违规违法用地行为愈演愈烈 ,严重威胁到国家宏观经济走势 ,中央势必制定从紧从严的

土地调控方针政策 ,同时加大土地督察的投入和力度 ,防范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失责行为 。

四 、总结与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的土地考核和问责机制是关乎中央土地宏观调控成败的重要制度安排 ,土地调控效应和

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 。本文从非合作博弈论的委托代理视角研究了在土地调控政策传导过程中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和效用函数 ,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权衡其偏差执行政策的收益和风险 ,并通过局

部改进 Holmstrom and M ilg rom 模型 ,设计了一份对地方政府偏差执行行为的线性问责制度 ,规范地

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 ,使其符合土地调控方向 ,实现中央土地宏观调控目标 。而这份线性问责制度由于

其严格的假设背景和简单的框架设计 ,也只是为地方政府土地考核问责体系提供一种理论分析和定量

绩效考评的思路 ,而对地方政府进行土地考核还涉及到更多的指标和配套条件 。因此 ,如何完善和拓展

文中的地方政府土地政策问责机制 ,以及具体如何应用于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考核问责 ,还有待后续进一

步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运行成败的关键 ,土地政策也是如此。随着 2009年 12 月开始的新一轮土地宏观

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 ,为防范地方政府在执行土地政策时的阳奉阴违 ,打击地方政府短期化的土地违法

投机行为 ,加大土地保护力度 ,促进集约用地 ,建立长效科学的地方政府土地问责制度势在必行 。虽然

当前将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方面已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但其可操作性亟待加强 ,

应用范围还有待推广 。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利与责任 、财权与

事权 、利益与行为选择的关系 ,确立中央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调整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收益成本

结构 ,加大对地方土地违法事件监察力度 ,通过立法形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及政府官员土地考核

制度 ,提高地方政府对抗中央调控的经济与政治代价 ,转变地方政府短期逐利的“土地财政”路径依赖 ,

加强两级政府的互信互赖及各类宏观政策资源的组合利用 ,共创中央与地方在土地宏观调控中的双赢

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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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Design of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Local

Government in Land Macro-control

Xiao Jiaol iao , Mao Yanling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 ring Depar tment , Nanchang Univer sity , Nanchang 330031 , Jiangxi , China)

Abstract:Land po licy has a prominent posit ion in the macro-control , but o ften encounters the

plight of the local gove rnment default during the implementing.This art icle explains the main reason

and behavior of the lo cal g overnment defaul t , and analysis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and ut ility

function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land po licy t ransmission process by information

economics.The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 f the t ransfer va riable o f the defaul t compensat ion ,

Holmstrom and M ilg rom simplif ied model has been par tially improved , the opt imization model is

e stablished based on the land macro-control prefe rences of central g overnment and the demands of the

leg itimate inte rests of lo cal g overnments , and the linear accountabili ty sy stem for lo cal g overnment in

Land macro-control is draw n.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local government to expand the impact of

default w ill increase its default risk co sts , and enhance the investig ation and penal ty of the central

gove rnment for the local g overnment default so as to promote the local go vernment to sof ten i ts

default behavior.

Key words:local g overnment;land policy ;accountabi li ty sy stem;principal-agent theo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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